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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 设 计 两 个 实 验 ， 采 用 大 小 判 断 任 务 ， 选 取 读 写 习 惯 相 反 的 维 、 汉 大 学 生 为 研 究 对 象 ， 探 讨 两 类 被 试

对 阿 拉 伯 数 字 和 母 语 数 字 空 间 表 征 的 一 致 性 与 差 异 性 。 结 果 发 现 ： （ 1） 维 、 汉 被 试 均 表 现 出 对 阿 拉 伯 小 数 反 应

左 手 快 于 右 手 ， 对 大 数 反 应 右 手 快 于 左 手 ， 即 出 现 正 向 SNARC 效 应 ； （ 2） 维 吾 尔 族 被 试 表 现 出 对 母 语 小 数 反 应

右 手 快 于 左 手 ， 对 大 数 反 应 左 手 快 于 右 手 ， 即 对 母 语 数 字 出 现 反 向 SNARC 效 应 ； 汉 族 被 试 表 现 出 对 母 语 小 数 反

应 左 手 快 于 右 手 ， 对 大 数 反 应 右 手 快 于 左 手 ， 即 对 母 语 数 字 出 现 正 向 SNARC 效 应 。 结 论 ： （ 1） 维 、 汉 被 试 对 于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SNARC 效 应 存 在 一 致 性 ； （ 2） 维 、 汉 被 试 母 语 数 字 的 SNARC 效 应 存 在 差 异 性 ； （ 3） 数 字 空 间 对

应 性 与 书 写 习 惯 是 导 致 结 果 的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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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 字 空 间 表 征 是 人 类 对 数 字 空 间 特 性 的 表

征，其中 SNARC 效应是数字空间表征的一个重要

效应（沈模卫, 田瑛, 丁海杰, 2006）。SNARC 效应

也称“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最早由

Dehaene 等人发现于被试对数字 1–9 进行奇偶判断

的实验，被试表现出对于小数 1–4 按左侧键快于按

右侧键而对于大数 6–9 按右侧键快于按左侧键。研

究者将这种现象用“心理数字线”来解释，即数

字的相对大小是以一条从左至右从小至大的心理

数字线形式编码储存，其大小与空间相对应，左

侧表征小数而右侧表征大数（Dehaene, Bossini, &
Giraux, 1993）。SNARC 效应奇偶判断任务表明数

字的大小与实验任务无关（Keus, Jenks, & Schwarz,
2005），当实验任务为屏幕中间呈现数字让被试对

其数字的方向按左、右键反应时同样出现了 SNARC
效应，这说明该效应在数字大小信息与实验任务

有关或无关的情况下都会产生（Fias, Lauwereyns, &
Lammertyn, 2001）。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 SNARC 效应具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 ， 它 不 再 局 限 于 原 有 的 狭 义 内

涵，而是被广泛的用于描述“特定符号引发方向

性空间偏向”（directional spatial bias）。如，研究

者将实验材料替换为负数（Dodd, 2011）、英文字

母（Jonas, Taylor, Hutton, Weiss, & Ward, 2011）或

是汉语数字（刘超 , 买晓琴 , 傅小兰 , 2004）均出现

SNARC 效应。同时研究者也发现 SNARC 效应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如 Nuerk 等人用两位数代替一位

数作为实验材料，发现 SNARC 效应的产生会受实

验任务的影响（Nuerk, Weger, & Willmes, 2001）。

产生 SNARC 效应的方向也会因实验任务的不同而

发生改变，当实验任务要求被试想象钟表上的数

字时，SNARC 效应产生了反转（Bächtold, Baumüller,
& Brugger, 1998）。当改变注意条件时，阿拉伯数

字及汉语数字的 SNARC 效应会因注意条件的改变

而产生、减弱或消失（刘超等 , 2004）。Bull 在听

觉 障 碍 的 被 试 身 上 发 现 了 SNARC 的 反 转 效 应

（Bull, Marschark, & Blatto-Vallee, 2005）；Ito 采用

日本人为被试（Ito & Hatta, 2004）、Schwardz 通过

眼动实验以眼跳潜伏期为指标（Schwarz & Keus,
2004）均发现了垂直方向的 SNARC 效应。我国学

者对 SNARC 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研究，最早

是发现了汉语数字同样存在 SNARC 效应（刘超等,
2004）；继而又探讨了一位阿拉伯数字在水平和垂

直两个方向上的 SNARC 效应（沈模卫等, 2006）；

也有学者在汉语背景下验证了与 SNARC 效应相似  
   收稿日期：2018–1–15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MA170012）和新疆师范大学 201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SY201601002）。
   通讯作者：闻素霞，E-mail: wsx@xjnu.edu.com。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16(5)：618~623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618



的 STEARC 效应（spatial-tempor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顾艳艳, 张志杰, 2012）。

大多数学者支持 SNARC 效应的获得是由 “后

天”文化因素以及读写习惯造成，而非遗传而来。

Dehaene 等（1993）的研究发现，读写习惯从右至

左的伊朗被试移民到法国后，由于法语的读写习

惯是从左至右，被试原有反转的 SNARC 效应强度

随 其 移 民 时 间 的 增 长 而 降 低 ， 同 时 被 试 的 标 准

SNARC 效应强度增加。Rubinstan 发现被试的年龄

及数字技能水平对 SNARC 效应强度有影响（Rubinsten,
Henik, Berger, & Shahar-Shalev, 2002）。Zebian 选用

阿拉伯单语者和阿拉伯-英语双语者为被试，研究

发现阿拉伯单语者表现出反转的 SNARC 效应而双

语者反转的 SNARC 效应较弱（Zebian, 2005）。定

险峰等人通过实验证明 SNARC 效应是后天学习和

经验的结果（定险峰, 靖桂芳, 徐成, 2010）。由于

数字的空间表征具有情境依存性（张宇 , 游旭群 ,
2012），我国学者发现在楼层情境与家谱情境下，

SNARC 效应在垂直空间维度上具有动态性（乔福

强, 张恩涛, 陈功香, 2016）。

目前的研究多为汉语背景下的汉族被试，按

照汉语从左到右的书写习惯使得汉语在水平轴上

数字空间隐喻方向以从左至右为主，体现出来的

SNARC 效应就是被试按左侧键对小数的反应快于

按右侧键对小数的反应，按右侧键对大数的反应

快于按左侧键对大数的反应。本研究选取了维吾

尔 族 作 为 被 试 ， 维 吾 尔 语 属 阿 尔 泰 语 系 突 厥 语

族葛逻禄语支，其书写习惯是从右至左，但其对

于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书 写 方 向 与 汉 族 相 同 是 从 左 至

右，例如：“今天是 2017 年 10 月 1 日。”用维吾

尔语则写为“ ”。这

一书写习惯可能使维吾尔族的 SNARC 效应与汉

族有所不同。本文选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并控制维吾尔族被试的汉语水平，以阿

拉伯数字、维吾尔语数字和汉语数字为材料，采

用数字大小判断任务，旨在探讨维、汉大学生水

平方向 SNARC 效应的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影响

因素。

2    实 验 一  维 、 汉 大 学 生 阿 拉 伯 数
字的 SNARC 效应研究

2.1    目的

探讨维、汉大学生阿拉伯数字 SNARC 效应的

一致性。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选取新疆师范大学在校汉族大学生 21 名（男

生 11 名 、 女 生 10 名 ） ； 维 吾 尔 族 大 学 生 21 名

（男生 11 名、女生 10 名），能熟练读写维吾尔语

且 MHK（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未过

三级。被试均为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右

利手。实验结束后可获得小礼品一份。

2.2.2    实验设计

实 验 采 用 2 （ 被 试 民 族 :  维 吾 尔 族 、 汉

族）×2（数字大小 : 小数、大数）×2（反应手 : 左
手、右手）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反应时。

2.2.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阿拉伯数字。以 5 为分界，小数

选 1 、 2 、 3 、 4 ， 大 数 选 6 、 7 、 8 、 9 。 材 料 经

Photoshop 7.0 制作为黑色圆盘上的白色数字，黑色

圆盘直径 8 cm，白色数字直径 6 cm，白色数字位

于黑色圆盘中央；被试距离屏幕 50 cm，视角为

0.6°。采用华硕 U303L 笔记本电脑呈现实验材料，

屏幕分辨率为 1024×768 像素，屏幕底色为灰色。

2.2.4    实验程序

进入实验阶段，告知被试将要判断数字的大

小，1、2、3、4 为小数，6、7、8、9 为大数。实

验开始后（1）在屏幕中央呈现红色注视点 300 ms；

（2）呈现 300 ms 带黑色圆盘但无数字材料的空

屏；（3）在黑色圆盘中呈现数字材料中的 1 个，

并 等 待 被 试 做 出 反 应 ， 在 被 试 反 应 后 进 入 下 一

组。实验为平衡设计，分为两个平衡部分，每部

分刺激数字随机呈现，一部分被试在 Block1 中先

左手按“F”键对小数反应，右手按“J”键对大数

反应，在 Block2 中左手按“F”键对大数反应，右

手 按“ J”键 对 小 数 反 应 ； 另 一 部 分 被 试 与 之 相

反。每个刺激在单个 Block 中出现 10 次即在每部

分出现 20 次，两部分共记录被试 320 次反应，两

部分之间被试休息 3 分钟。在正式实验前有练习，

被试错误率小于 5% 时进入正式实验。

2.3    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统计数据分别为维、汉族被试从阿拉

伯 数 字 出 现 到 被 试 按 键 反 应 的 反 应 时 ， 采 用

Spss23.0 进行数据处理，剔除反应错误的数据与反

应时超过平均值三个标准差的无效数据，剔除率

为 2.4%，得到反应时如表 1 所示。

（1）对 SNARC 效应的分析

首先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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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13.114，

p<0.01，ηp
2=0.23。民族、反应手、数字大小三者

交互作用显著，F（1, 20）=10.162，p<0.01，ηp
2=0.18。

简单效应分析得到民族主效应显著，维吾尔族：

F（ 1, 20） =8.921，p<0.01，ηp
2=0.28；汉族：F（ 1,

20） =9.252，p<0.01，ηp
2=0.21。其余主效应不显

著。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说明民族对 SNARC 效应

产生了影响。

对 维 吾 尔 族 被 试 的 反 应 时 进 行 2 （ 数 字 大

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

应手（F（ 1, 20）=1.371, p>0.05, ηp
2<0.01）与数字

（F（1, 20）=1.478, p>0.05, ηp
2<0.01）主效应均不显

著 ；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 F（ 1 ,  2 0 ） =7.852， p<0.05，

ηp
2=0.41。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

显著，小数：F（ 1, 20）=7.336，p<0.05，ηp
2=0.31；

大数：F（1, 20）=6.115，p<0.05，ηp
2=0.26。维吾尔

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

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

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呈现正向 SNARC 效应。

对 汉 族 被 试 的 反 应 时 进 行 2（ 数 字 大 小 ） ×
2（ 反 应 手 ） 的 方 差 分 析 ， 结 果 显 示 被 试 反 应 手

（F（1, 20）=2.222, p>0.05, ηp
2<0.01）与数字（F（1, 20）=

0.719, p>0.05, ηp
2<0.01）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交互

作用显著，F（1, 20）=8.126，p<0.01，ηp
2=0.39。简

单 效 应 分 析 得 到 大 小 数 反 应 手 主 效 应 显 著 ， 小

数：F（1, 20）=4.421，p<0.05，ηp
2=0.32；大数：F（1, 20）=

5.238，p<0.05，ηp
2=0.30。汉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

的 小 数 判 断 出 现 左 手 反 应 时 显 著 短 于 右 手 反 应

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

应时，呈现正向 SNARC 效应。

（2）进一步对左右手反应分析

对 维 、 汉 被 试 左 手 按 键 反 应 时 进 行 2 （ 民

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不显著 F（ 1, 20） =0.572，p>
0.05，ηp

2<0.01；数字大小主效应显著 F（ 1, 20） =
13.288，p<0.01，ηp

2=0.37；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0）=
2.264，p>0.05，ηp

2<0.01。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

字左手按键反应时均表现出小数快于大数。

对 维 、 汉 被 试 右 手 按 键 反 应 时 进 行 2 （ 民

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不显著 F（ 1, 20） =0.961，p>
0.05，ηp

2<0.01；数字大小主效应显著 F（ 1, 20） =
11.532，p<0.01，ηp

2=0.42；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0）=
1.656，p>0.05，ηp

2<0.01。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

字右手按键反应时均表现出大数快于小数。

3    实 验 二  维 、 汉 大 学 生 母 语 数 字
SNARC 效应的研究

3.1    目的

探讨维、汉大学生母语数字 SNARC 效应的差异性。

3.2    研究方法

（1）被试 与实验一是同一批被试。

（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数字类型 : 维吾

尔语数字、汉语数字）×2（数字大小 : 小数 1–4、

大数 6–9）×2（反应手 : 左手、右手）混合设计。

因变量为被试反应时。

（ 3 ） 实 验 材 料  维 吾 尔 文 数 字 （ 小 数 :
; 大数: ）和汉

语 数 字 （ 小 数 :  一 、 二 、 三 、 四 ;  大 数 :  六 、 七 、

八、九），制作方法同实验一。

（4）实验程序 实验分两组，第一组为维吾尔

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进行反应，第二组为汉族

被试对汉语数字进行反应。其余同实验一。

3.3    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统计数据分别为维、汉被试从维吾尔

语 数 字 或 汉 语 数 字 出 现 到 被 试 按 键 反 应 的 反 应

时，采用 Spss23.0 进行数据处理，剔除反应错误的

数 据 与 反 应 时 超 过 平 均 值 三 个 标 准 差 的 无 效 数

据，剔除率为 3.7%，得到反应时如表 2 所示。

（1）对 SNARC 效应的分析

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民族主效

应显著，F（1, 20）=32.711，p<0.01，ηp
2=0.17。反应

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0）=23.467，

p<0.01，ηp
2=0.25。民族、反应手、数字大小三者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 F （ 1 ,  2 0 ） = 1 9 . 5 3 5 ， p < 0 . 0 1 ，

表 1    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反应时（ms）（M±SD）

维吾尔族被试 汉族被试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小数 582.32±86.19 603.14±82.32 577.16±79.64 602.66±92.04

大数 605.15±97.35 578.32±99.12 599.36±84.43 575.09±95.19

表 2    维、汉族被试对维吾尔语与汉语数字的反应时

ms（M±SD）

维吾尔族被试 汉族被试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小数 617.16±83.76 602.17±88.11 603.87±83.23 611.94±81.78

大数 604.01±80.17 611.36±84.45 614.35±80.15 599.66±75.48

620 心理与行为研究 第 16 卷



ηp
2=0.20。简单效应分析得到民族主效应显著，维

吾尔族：F（ 1, 20）=12.884，p<0.01，ηp
2=0.25；汉

族：F（1, 20）=8.663，p<0.01，ηp
2=0.27。其余主效

应 不 显 著 。 三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说 明 民 族 对

SNARC 效应产生了影响。

对维吾尔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的反应时进

行 2（数字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被试反应手（F（1, 20）=0.058, p>0.05, ηp
2<0.01）

与数字大小（F（ 1, 20）=2.271, p>0.05, ηp
2<0.01）

主效应均不显著；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

显著 F（1, 20）=8.905，p<0.01，ηp
2=0.46。简单效应

分析得到大小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1, 20）=
6.115，p<0.05，ηp

2=0.33；大数：F（1, 20）=6.718，

p<0.05，ηp
2=0.28。维吾尔族被试对维吾尔语数字

的 小 数 判 断 出 现 右 手 反 应 时 显 著 短 于 左 手 反 应

时，对大数判断出现左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

应时，呈现从右至左方向的 SNARC 效应。

对汉族被试对汉语数字的反应时进行 2（数字

大小）×2（反应手）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反

应手（F（1, 20）=0.124, p>0.05, ηp
2<0.01）与数字大小

（F（1, 20）=0.003, p>0.05, ηp
2=0.01）的主效应均不显

著；反应手与数字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0）=
14.275，p<0.01，ηp

2=0.38。简单效应分析得到大小

数反应手主效应显著，小数：F（ 1,  20） =10.811，

p<0.01，ηp
2=0.27；大数：F（1, 20）=9.461，p<0.01，

ηp
2=0.29。汉族被试对汉语数字的小数判断出现左

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右手反应时，对大数判断出现

右手反应时显著短于左手反应时，呈现从左至右

方向的 SNARC 效应。

（2）进一步对左右手反应分析

对 维 、 汉 被 试 左 手 按 键 反 应 时 进 行 2 （ 民

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显著 F（1, 20）=12.153，p<0.01，

ηp
2=0.40；数字大小主效应不显著 F（1, 20）=1.175，

p>0.05，ηp
2>0.01；民族与数字大小交互作用显著

F（1, 20）=21.472，p<0.01，ηp
2=0.29，进一步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左手按小数反应时汉族快于维吾尔族

F（1, 20）=13.493，p<0.01，ηp
2=0.24；左手按大数反

应时维吾尔族快于汉族 F（1, 20）=14.711，p<0.01，

ηp
2=0.21。

对 维 、 汉 被 试 右 手 按 键 反 应 时 进 行 2 （ 民

族）×2（数字大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被试民族主效应显著 F（1, 20）=10.791，p<0.01，

ηp
2=0.37；数字大小主效应不显著 F（1, 20）=2.118，p>

0.05，ηp
2>0.01。民族与数字大小交互作用显著 F（1, 20）=

17.826，p<0.01，ηp
2=0.2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右手按小数反应时维吾尔族快于汉族 F（1, 20）=
10.694，p<0.01，ηp

2=0.19；右手按大数反应时汉族

快于维吾尔族 F（1, 20）=9.887，p<0.01，ηp
2=0.25。

综上，维吾尔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出现从右至

左方向的 SNARC 效应，汉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出现

从左至右方向的 SNARC 效应。维吾尔族被试对母

语数字左手反应时小数慢于大数，右手反应时小

数快于大数；汉族被试对母语数字左手反应时小

数快于大数，右手反应时小数慢于大数。

4    讨论

数字——空间反应编码联合（SNARC）效应

为数字大小与空间对应存在联系提供有力证明，

大部分学者用心理数字线来解释这种效应（Dehaene
et al., 1993），认为数字按一定顺序映射到一条空

间线段的不同位置上，即小数表征在左侧与左手

相对应，大数表征在右侧与右手相对应，所以在

对小数的反应左手快于右手而对大数的反应右手

快于左手。在一些没有大小却有顺序的材料（如：

英 文 字 母 ） 认 知 加 工 中 也 出 现 了 SNARC 效 应

（Gevers, Reynvoet, & Fias, 2003），这说明排列顺

序对 SNARC 效应产生影响（王强强 , 2015）。实

验一比较了维、汉被试对于阿拉伯大、小数字的

反应时，结果显示维、汉被试对阿拉伯数字均表

现出从左至右方向的 SNARC 效应，表明维吾尔族

在阿拉伯数字上的 SNARC 效应与汉族完全相同。

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关于 SNARC 效应和心理数字

线的假设，与 Dehaene 等人以及沈模卫等人的研究

结果相同（Dehaene et al., 1993; 沈模卫等, 2006）。

笔 者 进 一 步 对 维 、 汉 被 试 的 左 手 与 右 手 进 行 分

析，均得到左手反应时小数快于大数，右手反应

时大数快于小数。这说明维、汉被试倾向于将阿

拉伯数字的小数排列在左侧，所以左手对小数反

应快；将阿拉伯数字的大数排列在右侧，所以右

手对大数反应快。这可能是由于维吾尔族被试和

汉族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排序相同，均为从左至

右，在对 SNARC 效应的方向上表现出一致性。

同时，数字被人们按其大小从左至右表征在

心理数字线上（张丽, 陈雪梅, 王琦, 李红, 2012），

而心理数字线假设是以书写习惯方向为从左至右

的被试为基础，当被试换为书写习惯方向为从右

到左的被试后其出现微弱甚至反转的 SNARC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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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i, Fischer, & Petrusic, 2009）。在实验二中

维、汉被试对各自母语数字的 SNARC 效应方向呈

相反结果。汉族被试由于母语数字与阿拉伯数字

的书写方向一致，因此出现从左至右的 SNARC 效

应；维吾尔族被试母语数字书写方向与阿拉伯数

字相反，因此出现从右至左的 SNARC 效应。维吾

尔 族 母 语 数 字 出 现 了 与 汉 族 母 语 数 字 相 反 的

SNARC 效应，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维

吾尔语的书写习惯为从右至左，产生小数在右大

数在左的空间对应关系，呈现从右至左的心理数

字线。进一步对维、汉被试左右手反应时分析可

以看出维吾尔族被试倾向于将维吾尔语大数排列

在左侧而将小数排列在右侧，这与汉族被试恰巧

相反，说明书写习惯不同的被试在对其数字的排

列上具有差异性。所以说数字空间对应性与书写

习惯是影响 SNARC 效应方向的重要因素。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维、汉被试

对 于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S N A R C 效 应 存 在 一 致 性 。

（2）维、汉被试母语语言数字的 SNARC 效应存

在差异性。（3）数字空间对应性与书写习惯是影

响结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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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riting Habit on SNARC Effect in Number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LI Yajun 1,2,  LIU Yang 1,2,  WEN Suxia 1,2

(1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2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chi    830017, China;

2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Urumchi    83001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two  experiments,  uses  “magnitude  judgment”  paradigm,  selects  the  Uygur  and  Han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 of the SNARC effect between Arabia digital number and their mother tongue numer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o the Arabic numerals, the Uygur and Han subjects showed larger numbers are faster responded to with the

right hand while smaller numbers are faster responded to with the left,  indicating a SNARC effect;  2) The Uygur subjects to their

native-language numbers showed smaller numbers are slower responded than larger numbers with the left hand while faster with the

right  hand,  indicating  a  reversal  SNARC  effect;  The  Han  subjects  to  their  native-language  numbers  showed  smaller  numbers  are

faster responded than larger numbers with the left hand while slower with the right hand, indicating a SNARC effect. Conclusions: 1)

Uygur  and Han subjects  are  consistent  for  the  SNARC effect  of  Arabia  numbers.  2)  Uygur  and Han subjects  are  different  for  the

SNARC effect of native-numbers. 3) Numbers spatial correspondence and writing habits ar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results.
Key words    SNARC, mental number line, consistent,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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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anli 1,2,  MENG Xiangzhi 1,3,  ZHENG Xiaobei 4

(1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Department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Maastricht Brain Imaging Center, Faculty of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Maastricht University, P.O. Box    616, 6200 MD,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3  The Joint Peking U–PolyU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Beijing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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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temporal processing of auditory stimuli is impaired in population with dyslexia. But until

now, the amodality,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ty, as well as the intervention prospec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specific

deficit  are  still  unclear.  The  current  paper  summarizes  three  perceptual  learning  studies  using  either  auditory  or  visual  temporal

processing  paradigms  conducted  in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with  a  major  focus  on  the  transfer  effect  to  reading  performanc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mporal  processing skills  and reading difficulties,  along

with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that  affects  reading  development,  several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developmental dyslexia, temporal processing deficit, perceptu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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